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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則關於受刑人的歷史記載，那像是一則寓言，或者說，那像是更生人的烏托邦世界。

故事的記載是這樣的：在列支敦士登公國的某一天晚上，公國的副首相被要事所牽，忘記了應該下班的時間，到了首府大門時，才發現大門已給鎖上，無法出去。於是，他便敲敲打打，不斷呼喊。這時，從地下室走出來一個人，拿了一把鑰匙幫副首相開了門。副首相原以為幫自己開門的人是住在地下室的員工，一問，才赫然驚訝地發現，對方是關在首相府地下室的囚徒。

副首相自忖，為何囚徒的手中會有鑰匙呢？他是偷來的，還是私底下自鑄的呢？更重要的是，他既然手中握有鑰匙，又為何不趁機逃跑呢？一連串的疑問使得副首相忍不住發問。

囚徒說：「我們的國家如此之小，每個人都認識我，我又如何逃得了呢？」

「那為何不逃到國外去呢？」

囚徒淡淡一笑：「你覺得，其他國家有比我們國家好嗎？」說完，囚徒把門上鎖，又安安靜靜地走回地下室，留下的，只是副首相心中滿滿的舒服。

囚徒因為身處國家的狹小而無路可走，似乎是身為一個囚徒的悲哀和諷刺，但囚徒若身處現今社會，所受的限制難道只是地理因素嗎？我想，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從臺灣的外毅監逾假未歸、監所時有耳聞的越獄事件不解自明。囚徒既然不只受到地理空間的限制，又會有什麼力量可以使他們安心服刑呢？是紀律嚴明的戒護環境、是鐵窗、還是手銬和腳鐐？外役監放假回家的受刑人，又會有多少個像渾身溼透的弄潮者回到一個寧靜的港灣，像一個筋疲力盡的跋涉者走進一座舒適的庭院，一切都顯得那樣自然？

將自己反鎖回地下室的囚徒，是寧願失去自由，也不願置身在他所不能接受的環境，而環境是有形的物質世界顯然於理不通，無形的精神氛圍指的是什麼呢？在精神文明的建構中，我們是否少了至關重要的部份？在精神文明的傳導上，我們是否與某個部份絕緣？

走進書店，書架上擺放的不外乎投資理財、生存智慧、英雄傳略、權謀鬥爭等，而談及受刑人如何安穩地走向更生路的，幾乎沒有，而就算有談及更生人的種種措施和方法，也被規範為法令類的專門書籍，被置於牆角一隅，成不了文化主流，自然也構不成文化品級。

既然構不成文化品級，則我們不難理解，為何許多更生人終其一生的命運，都是在監所裡進進出出，為何可以讓更生人有一個和正常人一般職薪工作的企業家們，總是選擇了旁觀和退縮；為何染上毒癮的更生人，再犯率如此之高；為何即便是一目了然的惡行，我們都很難滿腔正義地去撲滅。

偶爾會在書架上，找到談論愛和寬容課題的書，但看到最後，卻在娓娓道述如何用寬容謀取更大的利益，如何用愛謀取更大的回報，致使愛和寬容的青感投向愈來愈小，愛和寬容竟成了人與人相處的一種策略和手段。愛和寬容本是人與人構建的一座橋，但橋的彼岸卻是自己的私家莊園。

對於更生人偏狹的愛和寬容，至少有下述幾項社會性誤導，這些誤導使得更生路崎嶇難行，又常高舉著堂而皇之的道德旗幡，讓本來互助、互諒的人類靈魂溫床，更加諱言對更生人愛和寬容該有的取向。

在中數人的觀念中，對於更生人往往貼上惡的標籤，總認為惡在那些人的身體懷了胎、撒了種，善惡的價值觀往往從行為上的判斷扭曲成標籤的存在與否。更生人因著自己的惡，已勇敢地面對司法並服完刑期，姑且不論服刑期間是否讓更生人頓悟，把所有的惡行剔除，但值得我們反芻的，是更生人接受了法律的制裁，以自己的自由和生命來彌補行為上的空缺。

另一種誤導是傳播媒體。社會新聞每天幾乎都有非常聳動的標題，而再看看記者描述加害者時，都會把這些加害人的前科一併列出。我不明瞭這些彷如刑事調查的報導對閱聽人有何幫助或理解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久而久之，閱聽人本來可以對加害人有多重態度，慢慢提純成對前科犯的唯一態度，本來須思索加害人行為的種種因果，變成慣例似的單向因果，於是，傳媒和閱聽人都祭起邏輯的名義，合力定義了更生兩個字的遊戲。

更嚴重的是，傳媒往往將案發的遠期因素和近期因素，慢慢牽絲、慢慢綰接，不管是補風捉影、牽強附會的，最好是個前科犯，讓閱聽人找到了「原因」，閱聽人心裡便會踏實許多。這樣一來，明明只是一點，卻被連成一線，讓更生人肩上的包袱重了許多。

還有一種誤導，它的影響比前述所說的還來的大，還來的深遠。在臺灣，許多更生人在謀得高官厚祿之後，往往諱言過去的那一段囚牢生涯，好像那段時光是長在五官上的腫瘤，總想剔除之而後快，而大多數民眾清明澄澈的理性是經過啟蒙與引導的，假如民眾看到那些曾經受過監牢之苦的企業家或高官們，紛紛以曾為更生人為恥，則民眾的心理會自然而然地向那些成功者靠攏。一種類似習慣的毛病，一種類似毛病的習慣，成功者容易掉入把其他周遭的人當成觀眾的陷阱，而既然把其他人都當成是觀眾，則會為了迎合大眾的感受層次，去變幻自己各種不同的審美造型。

要從這些誤導上彌補缺損，其實是有些脈絡可循的。不能設想，古希臘雅典沒有亞里士多德，文藝復興時期沒有莎士比亞，法國大革命時期沒有雨果。我們無疑地需要一位精神主宰，由精神主宰的內心折射出光茫，為現今社會籠罩不一樣的雲靄。

我想到甘地。甘地的不合作運動，使他多次入獄，但他不但不為自己脫罪，反倒經常向法官要求最重刑責。在被宣判重刑後，甘地反而感謝法官對他思維的理解。甘地說，我們在這過程中，不但不應該破壞人們對法治的尊重，更應該盡力去維護它，樂意接受它應有的懲罰。後來甘地不僅維護了司法正義，更因著這些懲罰，使他的道德理想更加地彰顯。

在更生路上，我們不需等待像甘地聖雄出現在我們臺灣。我很慶幸我們臺灣已有更生保護協會這樣的組織來關懷更生人，但這還不夠，假如我們能秉持博愛而發一次善念，做一件義舉，則必誠如雜阿含經所說的「有因有緣集世間」，為社會積貯一種力，即佛教中所謂的「業力」。種種業力組合便成社會走向，而最佳走向便是改善群體，終極圓滿。

在更生人的履歷表上，不妨多考量一下能力，而不是在前科欄把你的目光兜住了；在更生人的表現上，不妨多給一次機會，而不是因著他的前科衝擊你簡單的是非對錯；在與更生人的相處上，不妨多加指導，發揮愛心和耐心，那怕只是一句簡單的問候，對更生人來說，都已是沙漠駝鈴。

